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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俗学与日常研究
以德国蒂宾根大学民俗研究所对乡村的日常研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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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自 1970 年始，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民俗研究所为了研究乡村的日常生活，对其

附近一个叫做 Kiebingen1
的农村进行了为期数年的调查。“日常（Alltag) 研究”中所谓的“日常”，

并非是指单纯的、反复的日常，而是指多种多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所形成的空间的日常，一般

以 E.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为认识论基础。因此，日常研究又被称作“研究日

常生活”或者“日常生活世界研究”，并在众多的领域得以发展。

日常研究肇始于主张从现象学角度切入并研究生活世界的 A.Schütz，之后便广泛地被引入

到众多分科领域中。在将文化作为核心概念展开研究的民俗学或人类学等学术领域中，为了探究

在文化的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引入日常研究。

日常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各个领域，如生涯史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劳动者文化

研究、民众文化史以及乡村研究。
2
尤其是在此前的乡村研究中，学者们都把乡村看作是一个共

同体，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几乎并不关心。可以说，在乡村研究中导入和运用日常研究这一

点很好地体现了德国民俗学新的研究倾向。

本文首先将介绍并分析 Kiebingen 村调查研究的背景和过程，此研究被认为是德国民俗学

乡村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将归纳出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特点。

为此本文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 1960 ～ 70 年代在 H. Bausinger 主导下成立的蒂宾根大学民

俗研究所的研究倾向和特点。而这又涉及到该研究所 1950 年代由 Bausinger 带领下进行的对移

民地区的研究。因为在 Kiebingen 村的调查中起主导作用的 Jeggle 在该研究所工作过，自然地

也受到了 Bausinger 的移民地区调查的影响。

随后笔者将分析 Kiebingen 村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特点。起初这个调查是以乡村居民的生活

和民俗为主题的，但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日常研究的必要性

被提了出来。本文将记述并分析这个过程。

之所以本文选择蒂宾根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特别是以 Jeggle 教授的日常研究为例来考察

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是因为笔者本人曾长期在该研究所学习，对该研究所的研究倾向和特点

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其次是曾长期担任该研究所所长的 Bausinger 教授的诸多研究成果业已翻

译成日文出版，所以笔者相信比起德国其他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日本的民俗学界对该研究所的研

究会有更多的了解和共鸣。
 3
最后，Jeggle 教授是该研究所中最先关注日常研究的学者，他的研

究成果丰硕多样且颇受学界重视。综上原因，本文选定 Jeggle 实施的对 Kiebingen 村的调查研

究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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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移民地区研究: 乡村的社会学研究

二战结束后的 1945 年，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开展了一项对曾居住在东欧地区，战后移

民到西德的，即所谓“从故乡遭到驱逐的德国人（Heimatvertriben）”的调查。当时，德国有

多个研究所都对德国移民在移居西德前的语言和民俗进行了集中调查。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的这次调查也可认为是这些调查中的一环。
4                                                                                                     

然而蒂宾根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却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了调查的内容和方法。新的工

作方向的设定和促进由在该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的 Bausinger 为中心，与其他两个研究员一起

进行。
5 调查对象为战后组成的 Baden-Württemberg 州的 21 个移居地区，这些地区居住着从

东欧移民而来的德国裔居民、统一之前的东德区居民以及西德其他地区移民来的居民。

这 21 个移居地区从地形位置或居住人口的规模和特点上看具有非常广泛的多样性，研究人

员未对此采取一定的形式来记述，而是从五个最为必要的项目入手调查和记述。第一、移居地区

的历史，特别是战后移居地区的历史；第二、地形、地理特征；第三、人口的构成特征；第四、

社会及宗教生活的特征；最后是移居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五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为：在移居地区的历史方面，主要从开发历史及建设主体来记述；地

理性特征方面，从移居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方面来记述；人口构成特征方面，

从移居地区居民的出身地区以及职业等方面来记述并分析；社会生活的特征方面，从家庭及亲属

生活以及邻里关系、体育爱好者协会活动等地区内团体活动来记述；宗教生活的特征方面，则提

到了该地区居民的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教会的活动特点；最后，存在的问题方面，记述了缺乏考

虑移住居民文化特点的许多文化设施的问题，由不同的出身地区的文化差异导致的邻里之间的罅

隙，以及在移居地区的新文化中产生的家庭间的矛盾等问题。

该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对于这 21 个移居地区的调查内容进行分析。分析对象大体上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是移居地区组织运营起来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其次是在新的移居生活中被采用的

民俗，然后是移居地区的规划制定和运营，最后是对于故乡的认识。

第一、关于移居地区组织运营起来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研究人员根据构成这些社会团体和组

织的移民的出身地区、世代、居住位置等不同，把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分门别类，同时分析了它

们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环境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对于新的移居生活中被采用的民俗，研究人员用到了“文化资产”这个概念。
6 移居

地区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这些移民们为了在移居地区维持共同体生

活，赋予了他们在移居前的地区学习、传承的文化以新的意义。对文化资产的研究，可谓是民俗

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 Bausinger 的研究团队更多地关注移居地区产生了新变化的文化

资产，他们分析了变化的主体以及变化后的形态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第三、有关移居地区的规划制定和运营的分析，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参与设计移居地区的公司

的规划特点和展开过程。特别记述了移居地区居民在居住过程中发生的多种问题，以及为解决这

些问题居民们所付出的努力，并且研究人员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四、移居居民对故乡的认识的分析。对于故乡的认识主要从时间和空间层面上进行，对于

过去特定的空间的记忆和回忆成为对于故乡的认识的基础。而且移民到移居地区的人们，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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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欧地区过来的移民对于故乡有着强烈的印象和认识。

研究人员分析并归纳了移居地区居民对故乡的认识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他们如何运用文

化资产，不同出生地所带来的对故乡的认识的差异，以及随着定居时期的不同对故乡的认识的变

化。一般来说移居地区的居民对于故乡的认识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在定居初期心理上的不安感会

增强；然后在与同乡接触过程中会结成乡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后用多种方法表达出对故乡的

兴趣。然而上述的对故乡的认识和活动的三阶段乃至文化资产的运用，因移民的出生地区、世代、

居住时期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少的差异性。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移民对故乡的认识的特点，以此为基础讨论了德国民俗学研究

的核心术语之一“部族（Stamm）”概念。德语中的“部族”，指在特定地区持有相

同的文化，使用德语的集团。当人们以自己的地区为中心，对其他地区的居民怀着否

定的认识时便会使用这个术语。这种现象在该调查的对象地区也能见到。参与调查的

研究人员指出这个术语在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往往错误地被认为是客观性的事实。 
    此次调查研究十分重视社会性语境，这点从副标题中的“民俗、社会学调查”的称法中也能

窥知一二。与以往民俗学的乡村调查中常把乡村看做是特定民俗存续的场所，或是把乡村看做进

行共同体生活的空间不同，该研究旨在于反映出战后德国乡村社会的变化，因此研究成果受到广

泛的好评。
7 

Bausinger 通过此次对移居地区的调查研究，促进了对“民俗主义（Folklorismus）”新的

理解，提出必须对文化产业和旅游观光有新的认识。
8
此外他对诸如连续性、共同体、部族、规

范等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性探讨。从他在 1959 年起担任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

所所长后，该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用通俗文学研究代替故事，歌谣研究代替

民歌，社会性功能研究代替遗留物的历史考据，语言社会学研究代替方言语言学。
9 

直至 1960 年，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研究主要是对以往的民俗学研究的批判为主，而

1970 年后，特别是在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以后，该研究所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提出民俗学新

的研究方向上。

3. 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更名和Kiebingen调查研究: 乡村的日常文化研究

1969 年，“68 学生运动”正以西欧和美国大学的大学生为中心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德国的

Detmold 召开了一场德国民俗学学术大会。在这次学术大会上与会者们对德国民俗学的政治社

会的立场、民俗学的理论以及是否要继续使用意味着民族或民众的 Volk 这个术语等议题进行了

激烈的意见交换。并且在一年后于 Falkenstein 召开的特别学术大会上，与会者们就这些议题做

了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在这次学术大会上与会学者达成一致认为“民俗学是分析在对象和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

生的文化价值传递的学问”，并认定其“研究的目的是要对社会文化性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作用”。

此后，德国各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根据各自对于文化和“Volk”的理解，讨论研究所名称的更换

或设定新的研究方向，展开了一系列多样的活动。

这次学术大会后，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也将名称改为路德维希 - 乌兰德经验文化学研究

所（Ludwig-Uhland-Institut für 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以下简称 EKW 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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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更名除了受到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讨论的影响外，也受到 1970 年代德国大学教育改

革一定的影响。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尽管各州有所区别，但相同的是将单科大学的专业更加

细分化，而学生可以同时履修多个专业，并且研究所的运营及规定变得可由研究所的教授全权决

定。

1969 年，在 EKW 研究所以“Württemberg 地区的犹太人村落”为题取得博士学位的

Jeggle 研究员从 1970 年开始，历经数年对 Kiebingen 和邻近的乡村进行了调查。他的调查结

果除了在学术大会做报告，向杂志社投稿发表，
10

还以专著书籍的形式进行了出版。
11

他的 Kiebingen 村调查原本同 Bausinger 的移居地区调查一样，试图通过调查特定乡村的

变化面貌，揭示特定民俗的变化的意义。调查队为了与村民们建立融洽关系（rapport），主管了

村里多项与民俗有关的活动。调查队的这种行动在村民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在当地的报纸上都

得到了宣传，调查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然而，在对特定民俗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研究人员问起村里特定人物的影响力或者其它政

治、社会领域的影响力时，总是得不到村民们的明确答复。对此调查队认为是因为村民们不愿

意向外部人员公开的这方面的信息。就在调查队苦思冥想应对措施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既是

Kiebingen 村居民，又是蒂宾根大学学生的 Albert Ilien。
Ilien 积极参加村里的同好会活动，与调查队一样非常关心村里的文化活动，而且他的妻子

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同村里的许多居民都保持着比较活跃的日常交流。Ilien 参加了调查队，他

将调查队所需要的信息明确地传达给了村里的居民，并且对收集来的信息向调查队提出了多种解

释的可能性。

在与 Ilien 共同进行调查后，调查队将调查研究的目的调整为“调查该地区和人们的日常世

界的独特性质”
12(eigensinnigen Charakter der untersuchten empirischen Welt)，即关于乡

村居民的独特的日常世界的研究。他们调查了村民们独特的思考和行动源于何处以及如何变化的

过程。因此调查不仅限于了解村子现在的情况，也包括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调查队列举了若干 Kiebingen 村居民的思维和行动的独特特征：如村民之间相互不信任、

对财产的强烈执迷、前后不一致的家庭教育、对清洁的执着等。调查队认为导致村民饥饿、贫穷

的直接原因是财产的平均继承以及子女众多，而这也引起了邻里间的不信任，兄弟姐妹间的罅隙，

继承遗产的欺骗行为等问题。调查队认为村民的这种文化特征是该地区在 19 世纪由农业村落转

变为工人村落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研究人员也收集整理了与此相关的历史资料。

地区的档案资料馆对从 1790 年以后到现在的 Kiebingen 村的历史资料毫无遗漏地进行了建

档。调查队着重收集了 1820 年到 1890 年后半期，有关居民家庭的土地所有关系和在村子里的

分布情况等相关的资料。

他们把这些历史资料分为五个研究对象，来考察当时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生活世界。首先

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指出了曾以农业为主业的 Kiebingen 村在向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中的一些特点。具体记述了村里的修道院的出售和居民的购买，在治理 Neckar 河的过程中政府

与居民的矛盾和协调，行政体系的变化，教会的功能变化等，还记述了 1823 年绘制的村地图中

出现的房屋和人口。

第二个研究对象为村里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劳动特点。记述了当时使用农耕地的特点，农产

品种类的变化以及生产量的变化，原行政单位 Gemeinde 转变为从事农业的协议体的过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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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相关的日常生活的特点，男女老少的家务劳动分担，家庭财产分配和汇集的样态。并且根

据出生记录以及因不伦而产生的出生问题的记录分析了居民的性生活。当时女性由于繁重的劳

动，婴幼儿死亡率比较高，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因经济困难不能结婚导致私生子的人数很多。该

研究认为 1970 年代居民普遍对孩子缺乏关心与这一段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关联。接着研究还记述

了 19 世纪村里的庆祝活动，尽管存在因高强度的劳动和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问题，但是人们为

了家庭和村子的存续，继续维持着这些庆祝活动。

第三个研究对象为村民对财产的继承和使用。研究根据财产的保有形态将村民分为上流、中

流和下流三个阶层，调查了从 1823 年到 1897 年期间各个阶层的财产的变化过程。此外，为了

分析财产的流向，调查了女性配偶的阶层、所属、出身地区并追踪了财产分配的过程。以此为基础，

详述了当时亲族概念强化的过程，并且通过列举各个阶层的事例，分析了村民对于财富的认识。

第四个研究对象是村民认知体系的特点。分为本人和包含本人在内的集体、他人、私有财产

（家、农土、家畜等）、自然等几个项目，分别分析了村民们的认识特性。村民从整体上看都对家

庭和亲族抱有强烈的纽带感，对他人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对私有财产具有强烈的执着，认为自

然具有威胁同时又认为必须征服自然。这种对村民认知体系的分析提供了一种从居民的立场出发

整理调查结果的方法，借以此描绘出居民的主观认知和想法。

第五个研究对象是村子动态的变化样态。研究具体记述了以栽培新的农作物和农机具的使用

为代表的 Kiebingen 农业经济的特点，村内手工业的变化过程和特点，个人企业的形成背景和

过程，最后分析了村里的低收入阶层持续地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sierung) 的过程。

之所以对引起村子变化的积极因素进行分析，是为了观察村民们在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

响时所采取的应对。特别是 Jeggle 关注 19 世纪 Kiebingen 村的变化，通过考察劳动和所有关

系的维持和变化，分析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

Kiebingen 调查研究并未如以往的民俗学一样把乡村看做是一个共同体，而是把乡村看成是

居民的生存空间，与其他居民共存的地点。以此为前提，将乡村的居民们按阶层、性别等细分成

多样的集团，进而以居民的思维和行动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其集团生活方式、资产获得与维持的

努力、如何满足基本的本能需求以及社会制裁。

此外，研究为了通过探寻居民生活的渊源和其变化的过程，系统地理解现今居民的日常生活，

尝试了历史性的考察。
13

我们在 Jeggle 有关“日常”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他坚持日常生活研究

应考虑到居民的历史经验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日常，就是指多样的个人和集体生活的特定的世

界，是人们对反映了个人和集团的历史经验的特定对象的认识方法。”
14 通过这种对日常的理解，

他试图通过他的日常研究阐明 Kiebingen 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土地、汽车、家畜等财产，对于孩子、

亲族或邻居，有着与民俗学者或者大城市居民不同的想法。

尽管 Jeggle 和他的调查员们在分析中也与其他民俗学家或人类学家一样，关注个别成员与

其他成员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并变化的文化，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中也含有“劳动和生

产方式形成文化”这种马克思式的文化概念。

当然，持有这种文化概念的不只是 Jeggel 教授，EKW 研究所的大部分教授都持有相同的

立场。例如，在一本收录了 Jeggle 有关日常生活的论文的民俗学概论书中，负责撰写文化领域

的 G. Korff 强调，文化是“社会 - 生态性的范畴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具体地研究文化，首先

必须探讨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同时有必要分析个别的时代和空间内流通的与之相关的规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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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态度等。
15

马克思的文化概念通过同时代的东德民俗学家对“文化与生活的世界”(Kulturund 
Lebensweise) 的研究，其有效性已得到了证明。在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上，对于不同阶层的

文化研究，特别是主张被压迫的女性、劳动者等进行研究的蒂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

对东德民俗学的文化概念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下，Jeggle 在提出研究日常生活的民

俗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同时，也积极地引用了曾评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Henry Lefebvre 的理论。
16

然而针对此次的 Kiebingen 村研究也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比起共同体的阶层研究，

该研究过度强调通过阶层分类后的生活研究，特别是对于村里上流阶层的分析不仅比其他阶层要

少，而且在记述的字里行间都暗含着否定的意味。另外，还有批评指出该研究遗漏了 Kiebingen
村从 19 世纪末开始到 1970 年间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指明纳粹时期村里上流阶层与下流阶层之

间的关系是否仍与以前的时期相同。

4. 此后的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

在 Jeggle 的 Kiebingen 村研究之后，德国民俗学内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日常研究。本节将举

其中日常史的研究为例进行说明。参与 Jeggle 的 Kiebingen 村调查项目的 Wolfgang Kaschuba
和 Carola Lipp 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与 Jeggle 不同的研究对象、时期以及研究方法，开展

了日常史的研究。
17

他们把研究的对象时期设定为从进入工业化前的世纪中期始到纳粹时代为止的约 150 年期

间，研究对象则选择家庭、亲族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内各职业群。他们在研究中分析了在进入

工业化时代的过程中，居民们为了生存而破坏或重新整合村内既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平衡的过程。 
他们的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居民的“历史性经验”作为主要概念，研究了工业化以前时期

由村里的不平等结构形成的经验是如何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再现出来的。例如，他们记述了家庭生

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中道德或行为规范的持续与变化因素，并将这之中的基本特性作为村里居民

的历史性经验来进行研究。

他们在分析居民适应社会变化时所使用的“历史性经验”这一概念，是英国历史学家 E. P. 
Thompson 在分析英国劳动者时提出的。两位研究人员以此为基础，试图指出过去 150 余年间

Kiebingen 村的居民在社会性变化过程中的日常生活的规则。

如前所述，Jeggle 在分析乡村的日常时，运用了强调政治性压迫和经济不平等方面的

Lefebvre 的日常研究理论，以此使得对日常的变化的研究成为可能。相比之下，Kaschuba 和

Lipp 的乡村研究在对象和方法方面存在差异，但分析乡村这个微观世界里生活的众多个人和集

体的思维和行动的角度时，仍然受到了 Jeggle 的乡村研究的影响。可以说，Jeggle 的乡村研究

对德国民俗学中日常史研究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
18 

除此之外，Kaschuba 以乡村的日常史研究为基础，也对工人文化进行了研究。他重点关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从农村地区移居城市的工人如何灵活运用移居前农村或渔村地区的经验以

适应新的日常，以此展开了对工人文化的研究。
19

对工人文化的研究是原来民俗学几乎没有涉及

的研究领域。在他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家开始关注工人文化。然而比起在德国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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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他的研究在德国的历史学界、特别是日常史研究者之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好评。

德国民俗学中的日常史研究在以乡村为对象探讨居民的思维和行动时，往往需要对历史文献

进行重新解读和再解释。另一方面，以 Jeggle 为代表的民俗学家们试图将当今乡村的日常放入

与过去生活的连续性中进行理解，因此除了历史资料外还需关注并收集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实

地调查资料。研究者们在整理和解释收集而来的资料时，需兼顾调查对象的特征和研究者的研究

目的。对于这种研究而言，不得不强调有关如何系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研究至关重要。

Jeggle 以他的 Kiebingen 村调查经验为基础，着手展开了顾及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实

地调查的方法论研究。他与一些与他有着相同问题意识的研究者们共著出版了德国民俗学界第一

本有关实地调查的学术著作。
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批判性地分析了德国民俗学实地调查的历史，提

出了针对日常研究的调查方法论。而该书其他作者们则探讨了针对日常研究的实地调查的战略、

方法，以及根本性的不足。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德国民俗学中对日常史或日常文化等关于日常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的

方法论的构筑只受到了 Jeggle的Kiebingen村研究或EKW研究所的影响。除此之外，如历史学、

社会学等民俗学的相邻学科领域对于日常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俗学对日常研究

的兴趣和发展。 
以德国历史学界为例，1970 年代开始，一些自称为“赤脚历史学家 (Barfußhistoriker)”

的历史学界非主流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主导了“历史工房 (Geschichtswerkstatt)”运动，其中就

采用了日常史研究。他们批评了以往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那种以统计材料为中心进而肯定现代化

和工业化的研究倾向。他们更加关注平民 (kleine Leute) 的衣食住行、劳动与业余生活、家庭与

邻里关系等日常生活的面貌，并以此开展研究。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对德国民俗学界的日常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传统的

德国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关注并研究外形特征、住宅样式、服装形态等方面。然而进行日

常史研究的德国民俗学家们援引历史学者的日常史研究的成果，从专注住宅的外型，转变为更注

重研究居住在特定住宅内的人们的居住文化。
21

本文重点讨论了 EKW 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或许有学者会批评指出本文在介绍德国民俗学的

日常研究的发端和发展方向时并未列举其他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的日常研究。比如，本文并没未

介绍德国民俗学中最早标榜做日常研究的，1970 年代的 Falkenstein 学术大会后将研究所的名

称更改为文化人类学的 Ina-Maria Greverus 的日常研究。必须承认这样的指摘是恰当的，本文

并没有完成对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做完整而体系性的介绍。针对这样的不足，最后，笔者将简

略梳理一下德国民俗学及其相邻研究领域对日常研究的指摘和批判。 
1990 年以后，学者们开始陆续指出日常研究，特别是日常史研究的不足和问题。首先，是

一个比较极端的方面，对于纳粹时代的研究，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生涯史的研究，加害人与受害人

对于这个时代的记忆具有极端的两极分化的倾向，然而却很少有研究指出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学者们指出日常史研究中对女性的研究存在局限性。尽管女性研究在原有的历史学研

究中缺乏关注，而在日常史研究中相对来说却进行得非常活跃。但是这些研究在分析特定时期女

性的思维和行动时，并未联系当时的家庭或女性文化，而是投射入了现代女性的思维，或反之仅

以当时女性的立场为中心进行研究，这些问题都受到了批评。

日常研究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学者们倾向于仅以文化的观点来解释特定的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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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行动上。比如，研究者在说明欧洲很多国家对外国人的厌恶情感的背景和过程时，将之理解

为文化性边境战略的一环，以形成这些结果的要素或者社会性问题等为基础分析此类行动的特性。

然而，这显然是从不纯的政治学动机出发的，在客观性地理解之前有必要批判性地看待。   
对日常和文化的研究和众多分科领域的研究一样，也需要苦心钻研多样的理论和方法论。日

常研究虽然在现在以及在过去的历史中并非研究的主流，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组成特定社会中多

样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正经历着如人种问

题、政治斗争等过去的人们不曾经验的行为。在这样的时代，为了在以理解人为目标的学术研究

中能更有效地运用日常研究，我们必须要采取批判性的态度。
22        

此外，还有批评指出日常研究在学术性实践活动中存在许多缺陷。比如，有批评指出很多博

物馆依据日常研究的学术成果，展出特定时期的日常文化，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其失

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展示对象以及展示技法的问题，以及缺乏有效地展示日常文化所必需的对象

选择的原则等。这个例子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博物馆展示的问题，有理由相信，日常研究在对象选

择和方法上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
23

为理解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特点，我们有必要理解研究的背景和过程 , 同时我们

也必须重视 1990 年以来，以德国民俗学为代表的，进行日常研究的诸分科学术领域所提

到的日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对于有志于吸取德国民俗学的日常研究的方法和理

论，从而构筑本国民俗学新的范式的国家来说，直面这些批评的声音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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